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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灾害与贫困关联研究

———基于渝鄂湘黔交界处 149 个村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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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透过对渝鄂湘黔交界处 149 个村的案例分析发现，在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灾害具有多
发性和高频性;灾害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度性;灾害与贫困具有重合性和一致性;灾害、脆弱性、可行能力、贫
困等要素之间具有相对的继替性和循环性。这些都显示出加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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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灾害与贫困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围绕困难
社区治理，灾害、脆弱性、可行能力等要素的介入叠
加使得灾害风险管理与减贫相结合成为一个新命

题。2011 年 3 月 2 日，回良玉在主持召开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时强调:“要从全局和
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今后 10 年扶贫开发工作
的重大意义，坚持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回
良玉指出: “民生改善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贫
困人口数量仍然很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

状况严重。”2011 年 3 月 14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指
出，要“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武陵山区
等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

程。”2011 年 4 月 26 日，胡锦涛主持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形势和

任务，审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 ～ 2020
年) 》。会议指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
盾依然存在，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

坚任务仍十分艰巨。”“十一五”以来，中国的地震、
洪水、干旱、冰雹、风沙、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发生，已
经对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带来了严重影响，

扶贫开发更加艰难。鉴于此，将灾害引入集中连片
少数民族困难社区这一特殊场域，考察其与贫困的

关联，研究灾害与贫困发生的一般规律，探讨灾害

风险管理与减贫的路径选择，既是新课题，也具有

重要意义。

二、理论阐释

(一)贫困、脆弱性与可行能力的概念界定
“贫困”一词在引入学术研究领域后内涵变得
更加丰富。在国外，最初，人们只是从收入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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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定义贫困，以郎特里 ( Rowntree，1899
年) 、加尔布雷斯 ( Galbraith，1958 年 ) 、汤森德
( Townsend，1971 年) 为代表。而后，逐渐超越了这
一界定。例如，《牛津简明社会学辞典》将贫困解
释为“一种缺乏资源的状态，通常是缺乏物质资
源，但有时也包括缺乏文化资源。”［1］( P． 2) 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 UNDP) 在 1996 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
将贫困界定为: “贫困不仅指低收入，也指医疗与
教育的缺失、知识权与通讯权的被剥夺、不能履行
人权和政治权力、缺乏尊严、自信和自尊。”［2］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不仅
仅是贫困人口收入低下的问题，而是意味着贫困人

口缺少获得和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或者说贫困真

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

困。”［3］( P． 67)在国内，很多学者也对贫困进行了不同
的界定。童星( 1993 年) 、赵冬缓 ( 1994 年) 、胡德
海( 2003 年 ) 、李小云 ( 2005 年 ) 、胡鞍钢 ( 2006
年) 、汪三贵( 2007 年) 、黄承伟( 2010 年) 等人的界
定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贫困
界定为:人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维持一种

生理上的要求，及其所拥有的基本生存资源、人力
资源及社会参与资源低于其所认同的最低标准的

生活状态，一般包括物质、经济、能力和权利等方面
的缺乏状态。
脆弱性概念源于生态学研究，并被政治学界所

运用，原来指生态系统抗外界干扰能力低、自身稳
定性差。约瑟夫·奈和基欧汉在《权利与相互依
赖》一书中将脆弱性用于分析国际政治，指改变相
互依存的体系所付出的代价。脆弱性在进入贫困
研究后，指生态脆弱性和贫困主体的脆弱性。贫困
主体的脆弱性，主要指社区、家庭或者个人将面临
的各种导致贫困风险的可能性，一个社区、家庭或
个人有多大的可能性变为贫困社区、贫困家庭或贫
困个人。脆弱性越高，变为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一种判断和预测，包括从不贫

困状态进入贫困状态，或继续维持贫困状态。因
此，贫困与脆弱性密切相关，即一个主体的脆弱性

越强，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大［4］( P． 2)。一般来
说，脆弱性增强，可行能力则减弱。
可行能力研究得益于阿马蒂亚·森的倡导和

推动。阿马蒂亚·森指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
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
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
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 ( 或者用日常语言

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 。”［5］( P． 62)

笔者认为，这种自由包括拥有使人达到最低生存条

件之上的改变现实状态的经济能力、政治能力、社
会能力和文化能力等。另外，本文还将可行能力的
主体扩展到了社区和家庭。
(二)灾害风险、脆弱性、可行能力与贫困的关

联机制

灾害是一种风险，风险会导致社区、家庭或个
人的脆弱性增强、可行能力减弱，从而致贫或返贫。
将灾害与困难社区结合后，贫困问题会变得更加复

杂。如果以困难社区作为研究灾害风险与社区贫
困关联规律的特殊场域，我们会发现，与一般社区

相比，灾害发生导致的风险对困难社区和困难人群

的影响更大，二者的关联性更强。
首先，从脆弱性和历史的范畴看，困难社区往

往脆弱性较强，其更容易发生灾害，这就增加了困

难社区加剧贫困的可能。历史上，最穷的人一般都
居住在最危险的地方，困难村也大多位于远离交通

干道的偏远地区，生态地理和自然环境较差，这些

地方更具有脆弱性，灾害发生的频率也相对较高，

而一旦灾害发生，其贫困程度必然加深。其次，从
可行能力和现实的范畴看，在灾害发生的前、中、后
三个阶段，困难社区和困难人群表现出防灾、减灾
和重建的可行能力不足，从而也加剧了贫困程度的

进一步深化。一方面，在灾害发生以前，困难社区
和困难人群的防灾能力相对较差，表现为经济结构

单一、文化素质低下、思想观念落后、物资基础薄
弱、防范技能缺乏，避灾的可行能力不足; 另一方
面，当灾害发生时，困难社区和困难人群的减灾能

力相对较弱，表现为房屋质量差、抵御能力弱、避灾
知识少等。以房屋为例，由于房屋质量普遍较差，
倒塌的房屋肯定是从质量差的开始，贫困者仅有的

资产被剥夺也就最彻底。再者，在灾害发生后，困
难社区和困难人群的重建能力相对缺乏，表现为对

原有基础破坏大、可用资金物质少、外界援助进入
难、恢复重建难度较大、所需时间长。最后，从贫困
和未来的范畴看，这些发生灾害后、贫困程度加深
的困难社区，其更大的脆弱性和更低的可行能力又

会招致灾害的再次发生，如此循环往复，困难社区

将变得更加贫困。
由此可见，灾害风险、脆弱性、可行能力与贫困

具有内在的规律和逻辑关联。在集中连片少数民
族困难社区，这种关联体现得更为充分。从某种程
度上说，在同样的灾害发生时，受脆弱性、可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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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影响，困难社区的受损会更大。因此，只
有在全国扶贫开发规划中更多地关注集中连片少

数民族困难地区，在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的

扶贫开发规划中特别关注困难社区的风险管理，才

能降低其脆弱性，增强其可行能力。只有把握这一
规律性和关联性，以探寻灾害风险控制和防灾减灾

的路径，才能实现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的减

贫甚至是善治。

三、案例分析

2010 年 11 ～ 12 月，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德国
国际合作机构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联合组成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武陵山区) 减贫战略研
究”课题组，分四组赴重庆市、湖北省、湖南省、贵
州省，对其交界处的武陵山区进行扶贫开发基线调

查。从省( 市) 、州 ( 地区) 、县、乡 ( 镇) 、村多个层
面进行了资料收集、个案访谈、焦点小组座谈、实地
观察，并发放和回收了 149 份困难社区基础数据采
集表和 698 份村民有效问卷。下文将以此次调研
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灾害风险、脆弱性、可行能力
与贫困的关联机制、内在规律进行案例分析，阐释
以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为场域的灾害与贫困关

系的内在机理。
(一)武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灾

害的现状

武陵山位于渝、鄂、湘、黔四省市的交界处。武
陵山区为武陵山脉覆盖的地区，是西部大开发和中

部崛起战略的交汇地带，是国家重点扶持的集老、
少、边、穷、山为一体的 18 个贫困片区之一。一般
认为，此贫困片区共有 56 个区县，其辖有 30 余个
国家级贫困县，是中国最为集中的贫困县聚集区之

一。武陵山区以喀斯特地貌为主，总面积达 10 万
平方公里，总人口达 2000 余万人，是中国跨省交界
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一，聚居着土家族、
苗族、侗族、白族、回族、瑶族等 30 多个少数民族，
总计 1200 多万人［6］。所调查的 8 个样本县均以少
数民族为主，其比例分别是: 贵州省印江县为

70． 0%、思南县为 46． 8% ; 湖南省凤凰县为
73． 3%、泸溪县为53． 6% ;湖北省咸丰县为85． 0%、
宣恩县为66． 4% ; 重庆市秀山县为52． 0%、酉阳县
为84． 0%。武陵山区所具有的贫困山区连片、少数
民族聚集、自然生态脆弱等特点，使其成为名副其
实的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地区，其灾害状况

如下。
第一，武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

灾害具有多样性和高频性。一方面，武陵山区集中
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灾害具有多样性。其中，
常见的灾害有干旱、霜冻、大风、山洪、泥石流、塌
方、地陷等。调查显示，近 5 年来，该困难社区灾害
类型多样化，在有效的 124 个样本社区中，共发生
366 次水灾、290 次病虫灾、281 次风灾、280 次旱
灾、169 次山洪泥石流灾、121 次冰雹灾、117 次霜
冻灾、66 次山林火灾，另外还有 28 次其他类型的
灾害。另一方面，武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
社区的灾害具有高频性。水灾、病虫灾、风灾、旱灾
等灾害经常光顾该地区。调查显示，近 5 年来，平
均每个社区遭受了 3 次水灾、2． 3 次病虫灾、2． 3 次
风灾、2． 3 次旱灾、1． 4 次山洪灾、1 次冰雹灾。灾
害的频发性在各地区也表现得较为突出。例如，湖
南省湘西州在 1958 ～ 1995 年的 38 年中，共发生洪
涝灾害 33 年，可谓十年九灾;干旱出现频率为73 ～
92%，大旱灾为 2 ～ 3 年一遇，且洪涝灾害发生频率
随年份推进持续加快; 而受灾村庄多为困难社区。
这些灾害的损失也较大，全州每年受灾所造成的损

失在 16 ～ 20 元亿不等［7］( P． 47)。除此之外，重庆市
酉阳县更可谓十年十灾。
第二，武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灾

害发生后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度性。一方面，严
重灾害的波及面较广。调查显示，近 5 年来，困难
社区发生较严重灾害的类型较多，从波及的村庄

看，旱灾、水灾、冰雹灾、病虫灾、大风灾的波及率分
别达到了 63． 7%、62． 9%、26． 6%、23． 4%、
22． 6%，受灾严重的村庄较多。近 5 年内，经历过
3 次较强灾害的村庄有 69 个，占总量的 42%，受过
2 次较强灾害的村庄达 90 个，占总量的 54． 9%，经
历过 1 次较强灾害的村庄为 102 个，占总量的
61． 8%。另一方面，严重灾害的损失度较重。调查
显示，以上受到严重灾害的村庄受灾面积均值在

500 亩左右，直接经济损失都超过 13 万元。另外，
武陵山区困难社区因病虫害而导致的农作物损失

率较高，农作物的收成受到严重影响。
(二)武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灾

害与贫困的关联分析

1．从脆弱性和历史的范畴看，困难社区带有与
生俱来的脆弱性，更易引发灾害 从脆弱性的视角

看，生态脆弱与灾害发生之间、灾害与贫困之间具
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生态脆弱地区更容易招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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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发生，从而也更可能走向贫穷。从社会历史发
展的范畴看，贫困人群往往居住在生态和环境脆弱

的地区，困难社区往往是脆弱性较强的社区。二者
的叠加致使困难社区的脆弱性愈强，脆弱性强更易

引发灾害;困难社区更易发生灾害，灾害加剧了困

难社区的贫困程度。以上判断在武陵山区集中连
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体现得较为充分。
武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贫困

是和其与生俱来的生态脆弱性分不开的。武陵山
区生存环境恶劣，多为偏远深山和高寒地带。调查
显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主要位于深山或

二半山中，占总数的 89． 3%。这些社区大多位于
远离交通要道的偏远地区，道路等交通设施通达和

通畅显得不足;农户距离城镇的均值为 9． 6 公里左
右，虽然有 75%的住户距离城镇在 13 公里以内，
但有 5%的村民距离城镇超过了 25 公里，且为山
路。武陵山区困难社区的社区禀赋较差，山地、丘
陵面积占 95%以上，大片的耕地少，分散的 15°以
上坡耕地、梯田多，且土层浅薄，产量较低，导致耕
地生产能力较低，土地承载力较弱［8］。一旦发生
灾害，村民的口粮都是问题。
由此看来，武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

区基本位于生态和环境脆弱性强的地区，这些地区

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大。因此，这些社区的灾害发生
频率较高。灾害一旦发生，一般会导致农作物欠
收、绝收现象，贫困加深的可能性增强。

2．从可行能力和现实的范畴看，困难社区在灾
害进程中可行能力不足，更易加深贫困 集中连片

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脆弱性还表现为其改变现状

的可行能力不足。从现实的范畴看，在灾害发生
前、发生中、发生后三个阶段，困难社区的可行能力
均不足，由此也更易使困难社区的贫困程度变得越

来越深。
在灾害发生前，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

防灾可行能力差，主要表现为经济结构单一、人力
资本不足、避灾知识缺乏、灾害信息不畅、村级组织
不力、防灾意识淡薄、农户实力有限，等等。
第一，经济结构单一，物资基础薄弱。武陵山

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农业结构失衡，农

作物单一且产量低、效益差。调查显示，在 149 个
样本村中，春季种植作物的类型主要是水稻和玉

米，115 个村共种植水稻 68586 亩，占作物种植总
面积的 40． 4%，种植玉米 82073 亩，占作物种植总
面积的 48． 4%。两种作物的种植面积约占种植总

面积的 89． 2%。另据访谈、座谈的资料显示，该地
区虽然种植的农作物类型较多，但是作为经济收入

来源的只有两种左右，而且以传统的粮食作物为

主，产量低、效益差，经济作物较少。另外，在 149
个样本村中，有将近一半的村庄只能种植一季作

物，在 82 个可以种植两季作物的村庄中，秋季作物
主要是小麦、土豆、红薯。调查显示，这些作物大多
“望天收”，产量低，而且基本是自给自足，很少有
商品交易。
除了粮食作物品种单一外，经济作物也呈现出

品种单一的状况，而且种植面积很小。调查显示，
在 100 个样本村中，种植比较多的经济作物种类有
中药材、烤烟、水果、蔬菜 ( 村庄自认为是经济作
物) 、茶叶等，平均每个村庄的种植面积分别为
413． 9 亩、172． 3 亩、123． 4 亩、105． 9 亩、58． 5 亩。
调查显示，不仅村均种植经济作物面积较小，户均

种植面积更小。另外，武陵山区农业产业中还有很
重要的构成就是畜牧业，但也不成规模。调查显
示，在 130 个样本村中，养殖比较多的畜禽类型为
猪、羊、牛和鱼，户均养殖数量分别为 2． 4 头、0． 6
只、0． 3 头和 2． 5 条，经济效益可见一斑。由此可
见，武陵山区困难社区的经济结构单一，遭灾的风

险较大;物资基础薄弱，防灾的可行能力差。
第二，教育程度偏低、人力资本不足。一方面，

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调查显示，武陵山区困难社区
接受教育的程度整体很低，92． 2%的被访者只接受
过初中及其以下的教育。其中，大专及其以上的只
有 7 人，仅占总人数的 1． 0% ; 高中及其以上的仅
有 47 人，只占总人数的 6． 8% ; 初中有 197 人，占
到总人数的 1 /4 强，为 28． 6% ; 小学及其以下的有
328 人，占到总人数的将近一半，为 47． 5%。另外，
还有 118 人未受过教育，占到总人数的将近 1 /5，
为 17． 2%。调查表明，困难社区的村民文化知识
少也制约了理解接受避灾科技知识的能力，避灾的

科技知识较为缺乏。另一方面，思想观念整体落
后。困难社区村民普遍没有创新进取精神，安于现
状。思想贫困必将影响可行能力。调查显示，很多
人不愿意上学，小学一毕业就开始务农或外出打工

的情况较为普遍; 不愿意接受新生农业产业，发放

的救助资金往往没有用到位，等等。由此可见，武
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居民文化程

度不高，避灾的知识有限;人力资本不足，防灾的可

行能力差。
在灾害发生时，困难社区减灾的可行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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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房屋质量差、经济基础薄、应急能力低、
组织能力弱等。以下将重点从房屋质量差、经济基
础薄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由住房破旧导致的生存环境恶劣，抵御

灾害的能力相对欠缺。住房年代久远、构造简单，
一旦发生地震、风灾、雪灾等灾害，房屋将受到巨大
损坏，抵御灾害的能力较差。从住房结构看，该地
区视为身份象征或作为生存基础的最重要物资住

房较为落后。一是修建年代普遍久远。家庭住房
在总体上比较古老和传统，调查显示，住房修建年

份集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有 50%的家庭住
房修建于 1982 年以前，多数房屋的建造时间在几
十年以上，最古老的住房已有 200 多年的历史。二
是建造结构多为土木。据统计显示，在被访农户中
有 68． 9%的家庭住房为土木结构，砖混结构所占
的比例不超过 30%。由此可见，武陵山区困难社
区的房屋质量差，避灾的可行能力弱。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单一收入来源不稳定，应

急能力较为脆弱。据统计分析显示，没有家人在外
地打工的农户家庭年平均总收入与年支出的差额

不到 300 元，即农户年收入与年支出基本平衡，盈
余不足 300 元。由此看来，没有家人在外地打工的
农户家庭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非常脆弱。另外，虽
然有家人在外地打工的农户家庭经济状况要稍好

于没有家人在外地打工的农户家庭，但是通过访谈

了解到，受文化素质和身体状况的影响，在外打工

的村民也多是从事苦力劳动，风险性大、稳定性差，
经常处于无业状态，因此即使是有家人在外地打工

的农户家庭，其应对灾害等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也

很脆弱。由此可见，武陵山区困难社区的经济基础
差，减灾的可行能力弱。
在灾害发生后，困难社区重建的可行能力低，

主要表现为可用资金和物资少、外界援助进入难、
原有基础破坏严重、恢复重建难度大、产业恢复时
间长，等等。以下将重点从可用资金和物资少、外
界援助进入难等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经济基础差，灾害发生后可用资金和物

资少。一是困难社区人均收入低。调查统计显示，
在调查的 8 个样本县中，2009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最高的重庆市秀山县也仅为 3447 元，最低的贵州
省印江县为 2610 元，其余介于两者之间的分别是
湖北省宣恩县 2804 元和咸丰县 2806 元、贵州省思
南县 2839 元、湖南省泸溪县 2855 元和凤凰县 3145
元，均远远低于全国 5153 元的平均水平。二是困

难社区农户结余少。该地区农户的收入虽然不高，
但支出却很大。该地区农户年均收支结余为
2770． 70 元，但这对于需要维持近五个人生计的家
庭来讲，显得非常艰难。与之相关联的是，农户借
款现象较为普遍。调查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家
庭有借款，3 /4 的农户借款数额在 3000 元以上，最
高借款数额达 13 万元。由此可见，武陵山区集中
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经济基础较差，一旦发生

灾害，可用的资金和物资较少，集中连片少数民族

困难社区重建的可行能力不足，重建的任务艰巨。
第二，基础设施差，灾害发生后外界援助进入

难。一是公路通达、通畅的水平较低。武陵山区困
难社区基本没有实现公路通组甚至通达大多数农

户也成问题。调查显示，每个村庄平均有 2 个村民
小组没有通公路，其中，有一个村竟然有 18 个村民
小组没有通公路;每个村平均有 78 户没有通公路，
其中，有一个村竟然有 3616 户没有通公路，可见，
该地区公路畅通情况不理想。二是通电、通讯等生
活服务设施建设水平较低。在通电方面，虽然样本
村电网的农户覆盖率接近 100%，只有极个别农户
未能用上电;但从实地访谈了解到，贫困村的用电

保障性差，因灾害或人为因素时常断电，而且电价

近高出普通电价的一倍。在电话拥用量方面，平均
每个村庄拥有固定电话 50 部，占村庄总户数的
12． 3% ;移动电话 200 部，占村庄总人数的12． 5% ;
电话的拥有率低，信号差，而且时有中断。由此可
见，武陵山区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基础设施较

差，一旦发生灾害，很难与外界取得联系，外界援助

很难进入现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重建的

可行能力不足，重建的难度较大。
3．从贫困和未来的范畴看，缺失灾害风险管理
的灾后困难社区会更脆弱，终将更加贫困 集中连

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所处的武陵山区具有的自然

生态脆弱性，增加了困难社区灾害发生的可能性。
一旦发生灾害，就会进一步加大困难社区的脆弱

性、降低贫困村的可行能力。如果不对发生灾害的
困难社区进行及时补救、恢复重建，并进行有效的
灾害风险管理，这些发生灾害后的困难社区将会进

一步加深困难程度，其更大的脆弱性和更低的可行

能力又会招致灾害的再次发生，如此循环往复，困

难社区将变得更加贫困。
调研发现，灾害不仅加深困难社区的贫困，而

且使上次受灾后已经开始脱贫的村民再次返贫。
虽然武陵山区的困难社区经常遭受灾害的袭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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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有部分村民在两次严重灾害的间隙中逐渐恢

复而趋向脱贫。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灾害风
险管理援助及自助机制和措施，村庄很容易再次遭

遇灾害的袭击，有时会使村民的生活难以为继，返

贫现象突出。例如，2010 ～ 2011 年，重庆市酉阳县
因受灾致使冬春生活需要救助的人口达 129873
人，占农业总人口的 18． 7%。其中，因灾导致口粮
都成问题的村民达到受灾人数的 82． 9%，灾害严
重。而更让人预想不到的是，有 50%左右的受灾
村民是在上次灾害后逐渐走出贫困过程中再次受

灾而导致生活难以为继。因此，从未来的范畴看，
缺失灾害风险管理的灾后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

社区会更脆弱，更易遭致灾害和加重贫困。

四、基本结论

综上所述，与一般社区相比，灾害发生导致的

风险对困难社区和困难人群的影响更大。透过武
陵山区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内灾害与贫困

的内在关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的灾害具有

多发性和高频性，其影响具有广泛性和深度性。这
种发生频率高、影响恶劣的灾害现实与集中连片少
数民族困难社区所具有的山区贫困连片、少数民族
聚集、自然生态脆弱等特点是分不开的。也就是
说，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具有先天的生态脆

弱性、防灾减灾能力薄弱性。反过来看，正是因为
困难社区的脆弱性和可行能力不足性，才更容易招

致灾害。
第二，受灾的可能与贫困的发生在集中连片少

数民族困难社区具有很高的重合性。由于困难社
区的生态脆弱性较高，因此，更容易受到灾害的侵

袭;反过来看，灾害高发社区往往不可能很富裕，经

常是自然环境恶劣的困难社区。从集中连片少数
民族困难社区灾害与贫困的关联分析可以判断，在

困难地区，灾害风险与贫困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第三，灾害、脆弱性、可行能力、贫困等要素在

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具有相对的继替性。
一般来说，当灾害发生在困难社区时，其必然引发

困难社区的脆弱性增强，相继便导致困难社区减灾

的可行能力减弱，重建的可行能力下降，在没有外

力介入支援的情况下，继而就会出现困难社区更加

贫困。
第四，灾害、脆弱性、可行能力、贫困等要素在

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具有潜在的循环性。
如果将“灾害—脆弱性强、可行能力低—贫困”作
为一个闭合线路的话，在一轮灾害发生后，如果不

采取有效的防灾、减灾和风险管理措施，新一轮的
灾害又导致其脆弱性继续增强、可行能力继续减
弱，贫困则继续加深，如此循环往复。
第五，集中连片少数民族困难社区出现的灾害

与贫困的继替和循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有

效的灾害风险管理所致，这也显示出加强集中连片

少数民族困难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在路径选择上，最根本的就是增强困难社区和
困难人群的可行能力，降低其脆弱性。就具体对策
而言，不仅要继续探索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
贫、雨露计划、移民扶贫、两项制度等扶贫措施，更
要在以下几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加强对集中连片少

数民族困难社区的气象预测与灾害预警;二是争取

在政策、资金和技术上加大避灾农技科研与推广，
支持和探索发展避灾农业;三是完善农业灾害鉴定

与保险制度，加强防灾、减灾与减贫相结合的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四是提升社区的组织力和居民的参

与能力，增强居民的人力资本和社区的治理能力;

五是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加大对困难社区特惠型公

共产品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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